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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复制与传播声音，是自古以来人们共同的梦想，无论身处西方，还

是中国。只是在近代科技尚未发达之前，此类奇思在世人看来，几近怪诞。如清

代袁枚在鬼神笔记《子不语》中记有“江秀才寄话”一则，描述了清人对于录音

的遐想：婺源江秀才…置一竹筒，中用玻璃为盖，有钥开之，开则向筒说数千言，

言毕即闭。传千里内，人开筒侧耳，其音宛在，如面谈也；过千里则音渐澌散不

全矣。1袁枚生活于 18 世纪，而其笔下江秀才制作的录音设备，与一个世纪后爱

迪生发明的蜡筒式留声机的形状及工作原理，在构想上有相似之处。然而在近代

科技尚未昌明之时，此类构想在传统文化中只得归属“怪力乱神”之类。但是古

人对于声音记录、复制及传播的向往，为以后唱片在近代中国社会中的运用、普

及做了文化上的铺垫。自 1877 年 11 月爱迪生研制出世界首台留声机，以及 19

世纪 90 年代伯利纳率先成功制作出唱片以来，人类记录及复制声音的梦想成为

了现实。从此，人类可以从声音的角度记录社会发展的进程，一种传承历史的新

媒介随之出现了。 

十九世纪是工业革命在西欧、北美蓬勃开展的年代，工业文明的浪潮由欧

美席卷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演进过程，同时也改变了

人们认识、记录历史的路径与方式。尤其是照相、唱片、电影等的问世，不仅使

社会生活的内容为之改观，也使人们得以在新技术的基础上，从新的视野、以新

的方式去记录、解读历史。其中，唱片的诞生及其运用、普及，就从声音的角度

为诠释历史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一、唱片作为史料的特性 

 

近代中国最初接触留声机的，是洋务运动兴起后由清政府最初派遣往英、

法、德等西欧国家的外交官、留学生、军事专家等。从 19 世纪 70 年代末起，直

至 90 年代初，伴随着蜡筒留声机由问世到成熟，以及唱片的兴起，他们在海外

亲身体验了声音技术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对此印象深刻，做出了诸如“真神技也”

（郭嵩焘语）、2“此则尤变化出奇矣”（薛福成语）3等高度评价。他们将早期的

蜡筒留声机分别命名为“传声机器”（郭嵩焘）、“记声器”（徐建寅）、“纳音器”

（薛福成）等，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其最本质的功能——记录与传播声音。 

虽然最初接触留声机的中国人基本属于对西方事物持较为开明态度的洋务

派要员，但他们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中的精英之士，上层统治集团成员。他们对于

留声机、唱片作用与意义的见识、评价，极大地影响了其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

运用的历程。唱片作为史料的成长过程，也与此密切相关。 

所谓史料，可理解为记录、承载历史的载体。传统、主流的历史记录载体

为文字。截至当下，文字作为史料的地位依然极为重要。但是，文字从来不是惟

一的历史记录载体。自古以来，图像、艺术品及其他物质文化遗存、非文字的精

神遗产等也是重要的史料，例如绘画、雕塑、建筑、器物、习俗、礼仪等。随着



近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近代史料的内涵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与提升。但是不可否

认，传统史料的延展与改良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如图像史料，即由绘画扩展至照

相，以及电影等活动影像。虽然从科技史的角度而言，照相、电影等均属近代科

技产物，与绘画并非同类；但是就史料类别而言，则均可归为图像或影像史料。

然而以唱片为标志的声音史料，作为记录历史的载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新

兴史料。它的出现，使历史记录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 

从蜡筒到唱片，人类在近代科技的引领下，完成了记录、复制声音的过程。

用记录声音的方式记录社会生活，是唱片作为史料的本质与原点。作为一种凭借

听觉感知的史料，唱片虽然与文字、图像等载体在形式、表现内容、侧重点方面

存在明显不同，但是在记录历史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唱片作为新兴史料，其记录

历史具有形式新、角度新、内容新，以及高度真实的特点。 

形式新。无论是早期的蜡筒，还是其后在较长时期内成为录音制品主流的

唱片，从史料的角度出发，其形式均属闻所未闻，令人耳目一新。从材质、外形，

直至制作、保存方式，蜡筒与唱片均闪耀着近代科技的光彩，为工业化时代以前

所无法想象。当中国人最初接触时，无不受到强烈震撼。如郭嵩焘于 1878 年 5

月 20 日在伦敦出席某次茶会、首次观摩由爱迪生为其演示的留声机操作时，震

惊之余，对过程进行了详细描述，4发出了“真神技也”的感叹。5又如 1890 年

春季出版的《格致汇编》，其“格物杂说”栏载有“新剏记声器图说”一文。作

为中国首篇全面介绍蜡筒留声机的文章，作者傅兰雅在文中评价留声机的发明

“不独为千古之奇闻，亦实为记载之妙简”。6值得一提的是，傅兰雅介绍的蜡筒

留声机，仍是爱迪生公司的产品。从郭嵩焘首次观摩，到傅兰雅撰文介绍，留声

机从最初诞生阶段逐步趋向成熟，在欧美各国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推广，并被引入

中国。但在身为英国传教士的傅兰雅眼中，依然被视作堪为旷古奇思的发明。留

声机、蜡筒、唱片以其全新样式给社会带来的冲击，由此可见一斑。 

角度新。以真实的声音记录为原始资料，反映、展现历史场景；以声音内

容的变迁为线索，追寻历史发展的脉络。这是唱片作为史料的独特角度，也是最

重要的特性。在留声机传入中国之初，就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如傅兰雅就在“新

剏记声器图说”中指出：……后知此器不但为取乐开心之用，将来能记人言语而发复声，

可省书写之烦。如名人善言好语，传流后世千载之下得闻其声，不吝亲见颜色；或将方家

音乐歌曲记存音调，后之学者使复发声，宛如面听其奏。7 

无独有偶，以别署“高昌寒食生”闻名的晚清上海报人何桂笙亦持相同观

点。他于 1890 年 5 月 3 日的《申报》上撰文“留声机器题名记”，文中设想了留

声机在未来社会中的几种“正用”，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家训或长辈遗嘱的问题。

他认为家训、遗嘱等若相隔时间久远，难免被后辈遗忘；但是如果用蜡筒收录祖

辈之原音，那么无论时间相隔多久，子孙只要“开筒敬听”，就如同先人当面再次

教诲一般，可谓“形容虽渺，声欬常存，其为正用也大矣。”8 

由是观之，留声机传入之初，就有人敏锐地认识到了其作为史料的优点、

特性。认为与文字史料相比较，除了有轻简之便、较少错讹外，更容易使后人在

听取时产生较强的历史现场感。换言之，历史场景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生动还原。

在这一点上，非但传统史料无法企及，即使如照相等同时代诞生的新兴史料也不

能做到。根本区别在于传统史料及其照相是静态的，而蜡筒、唱片借助于留声机

可发声，为动态。在电影问世之前，应为唯一的动态史料；而在有声电影诞生之

前，则为唯一的有声史料。由于蜡筒是录音技术的初级产品，从问世至遭淘汰为

时仅二十余年，作为史料的价值有限，因此近代有声史料主要是指唱片。有声、



动态，是唱片作为近代新兴史料所具有的最为独特而不同凡响的角度。 

内容新。唱片作为一种独特的新史料，必然会在内容上得到映证。由于唱

片记录、保存、复制的对象是声音，因此必须从声音的角度出发，解析其史料价

值，探究以声音变迁为主线构建的社会历史演变框架。分析这个问题，应从人们

对于声音记录的选向入手。自留声机问世以来，数十年内，人们基本上将其作为

一种纯粹的娱乐工具加以看待。这主要源于社会对于声音利用的价值取向，包括

唱片制售商的商业考量以及民众从声音中追寻娱乐的渴求。考察唱片内容、种类

的变迁，即可从声音角度还原近代中国社会娱乐发展史。留声机传入中国之初，

被称为“唱戏机器”，唱片则被称为“戏片”。二十世纪初，英商谋得利洋行宣传

自己代理的英、美品牌留声机为“新式顶响唱戏机器，比戏台上唱更响，永远不坏”，

唱片种类则“京调、徽曲、广调、昆腔、帮子、各省小曲、洋操时调、男女哭笑，一应俱

全”。9上海法商百代公司曾称本品牌留声机为“寰球第一之唱机”，10第一批录制的

唱片基本为京剧名伶演唱，从而为百代唱片的声誉奠定了基础。根据对《中国唱

片厂库存旧唱片模版目录》（中国唱片社 1964 年编辑、出版）与公营大中华唱片

厂唱片目录资料进行整理，可知近代上海 6家唱片公司（百代、胜利、大中华、

高亭、蓓开、新月、长城）录制的戏曲唱片种类如下：京剧（老生、小生、武生、

青衣、花衫、老旦、大面、丑），昆曲，评剧（嘣嘣、碰碰），河北梆子（梆子），

乐亭影，滦州影戏，北方戏，河北戏，山西梆子（梆子），秦腔（梆子），山东梆

子（梆子），山东剧（五音戏子），河南梆子，汉剧，楚剧，花鼓（花鼓调），宜

昌剧，湘剧，扬剧（维扬戏、扬州小曲、扬州小调、扬州弹簧、扬州时调），常

锡戏，沪剧（申曲、本滩、东乡调），滑稽（宁波滑稽、北平滑稽、唱春、零头

戏、滑稽苏滩、文明宣卷、滑稽小曲），杭剧（杭州小曲、小调、杭州调），绍剧

（越调、绍兴戏、绍兴大戏、越剧），越剧（绍兴文戏、绍兴的笃、绍兴滩簧），

甬剧（甬滩、宁波滩簧），福州剧，福建剧，漳州剧，厦门剧，粤剧，客家，潮

州剧，川剧，梁州影戏，滇剧，西藏剧，舞台剧，以及“剧种不详”若干，计

39 种。近代上海 4 家唱片公司（百代、胜利、高亭、蓓开）录制的曲艺唱片种

类如下：京韵大鼓（京音大鼓、附：滑稽大鼓），铁片大鼓，梨花大鼓，梅花大

鼓，奉天大鼓（奉调大鼓），乐亭大鼓，西河大鼓，河间大鼓，大鼓，八角鼓（八

角快书、单弦、长唱），平津什曲（北京小调、鸳鸯调、靠山调），莲花落（附：

北通州莲花落），平津快书（天津快书），连珠快书，五音联弹，相声，保定西河

调，山东小曲，山东琴书，河南坠子，河南小曲，苏滩，苏州文书，评弹，四明

南词（四明讲卷），四川琴书，口技，计 27 种。 

自唱片传入中国以来，几乎所有的近代京剧名伶都有唱片存世。以百代公

司为例，就为王鸿寿、马连良、王玉蓉、梅兰芳、李桂春、张文艳、孙庆芬、陈

月梅、双处、言菊朋、王又宸、吴彦衡、王少楼、李洪福、王世续、王竹生、王

泊生、萧长华、王雨田、金少山、王重选、叶元章、厉慧兰、厉慧良、厉慧君、

厉慧敏、厉慧森、厉慧斌、关正明、周正荣、刘天红、刘叔度、刘永奎、刘鸿声、

沈一震、焦宝奎、新艳秋、马连昆、陈少霖、陈平福、陈善甫、景佩芳、景玉峰、

汤桂芳、陈鹤峰、杜文林、苏兰舫、小杨月楼、李正庵、吴继兰、李白水、李桂

芳、李盛藻、时慧宝、李多奎、裘桂仙、余叔岩、迟世恭、孟小冬、洪天韵、高

百岁、高庆奎、郝寿臣、夏山楼主、秦美云、穆艳云、张少泉、金碧莲、张如庭、

张紫宸、张筱轩、常立恒、贯大元、贯盛吉、于芝珊、王幼卿、刘元彤、杜元田、

谢世安、李世芳、甄洪奎、高华、杨宝森、杨瑞亭、筱月红、筱香红、筱菊红、

筱爱茹、鲍吉祥、律佩芳、陶默厂、管绍华、吴彩霞、李宝奎、谭小培、王芸芳、



小神童、谭富英、谭红梅、谭鑫培、露兰春、毛世来、江世玉、朱荣奎、徐碧云、

小奎官、姜妙香、白玉崑、刘砚芳、李吉瑞、黄元庆、杨小楼、小翠花、马富禄、

杨菊笙、葛华卿、王幼卿、詹世辅、曹世才、关丽卿、刘筱衡、韩金奎、朱琴心、

孙庆芬、杜丽云、吴富琴、林绮梅、尚小云、胡碧兰、卧云居士、荀慧生、郭效

青、顾正秋、徐东霞、徐东明、章遏云、梁小鸞、张君秋、黄桂秋、程玉菁、程

砚秋、杨畹农、蓉丽娟、小宝芬、刘斌崑等录制过唱片，涉及老生、小生、武生、

青衣、花衫等行当。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随着《毛毛雨》被百代公司

录制成唱片、传唱于大街小巷，“时代曲”即流行歌曲唱片逐步受到社会欢迎，

成为三、四十年代唱片的主流。与此同时，唱片内容呈现出多元化；时代气息也

变得强烈起来。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唱片业的繁荣与成熟，也为当时

的社会生活留存了多方位、生动的声音记录，展现了城市发展、社会生活变迁的

线索。 

例如，上述“时代曲”唱片的流行，即可视为民国时期以上海为中心、城

市社会发展的明证。“时代曲”的格调、词曲内容，深合广大城市居民的情趣、

欣赏口味，唱出了他们日常的喜好和所思所想。而其他种类、内容的唱片，也是

城市社会生活声音印记的一部分。因此，包括“时代曲”在内，各种唱片的内容

变化以及流行情况，是从声音角度解析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生活史变化的重要历史

证据。 

民国时期唱片内容的多元化，体现在除了戏曲、音乐歌舞之外，也包含政

治、教育、公益、商业等方面的内容。以政治性内容的唱片为例，即有国民党当

局大力推行的“名人演讲”、“党歌”唱片，其中著名的有“国父遗声片”（公营

大中华唱片厂代制 编号 1338、1339）、11汪精卫关于时局的“留声话片”，12以及

“中华民国国歌”（公营大中华唱片厂制 编号 36021 大中华管弦乐队演奏）、“中

国海军之歌、中国海军进行曲”（公营大中华唱片厂制 编号 36147 大中华合唱

队演唱）、“中国空军之歌”（公营大中华唱片厂制 编号 36063 大中华合唱队演唱）

等。13这些唱片，从声音的角度展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治生态，不失为研究

民国政治演进的珍贵史料。以“名人演讲唱片”为例。大中华唱片厂代制的“国

父遗声片”分为“勉励国民”与“告诫同志”两张，最初系由上海《中国晚报》

留声部于 1924 年在广州为孙中山录制，为孙中山唯一存世的声音资料。当时，

孙中山正计划北上与段祺瑞会晤，共商国事。孙中山在唱片中，以具有感染力的

声调，阐述了中国从“世界上头一等的强国”沦落为当今“世界上顶弱顶贫的国

家”的原因在于“政治堕落”，号召国民“警醒”起来，挽救中国，负责即会陷

入“亡国灭种”的危机之中。这两张唱片，后由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

史料编纂委员会以“国父留声”的名称发行。至于其他非政治性内容唱片的史料

价值，亦大致如此。 

民国时期唱片内容的特点除了丰富、多元化之外，还富于流行性，时代感

强烈。以“时代”歌曲唱片为例。为了追赶、迎合、捕捉城市居民不断变化着的

欣赏口味，各唱片公司竭尽全力推陈出新，录制新歌，发掘新星。“时代”歌曲

唱片制作量大、销售量大，获利丰厚，但更新频率也很迅速；一旦在市场上过时

落伍，即乏人问津，立刻由销售商实行折价处理。其他如深受城市居民欢迎的某

些地方曲艺类唱片，也是如此情形。上述唱片对于研究民国时期城市居民的大众

消闲文化，进而揭示城市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侧面，提供了富于变化感的、生动

的史料。 



高度真实。作为近代科技的产物，唱片可以完整、真实地记录声音，较之文

字记录具有更高的准确性。早在留声机传入之初，傅兰雅、何桂笙等人即指出这

一点，并认为可将其运用于司法诉讼。“惟留其供词于筒中，则永无翻供之时”，“小

民即使奸狡，当亦无所施其伎俩矣”。14数十年后，随着唱片技术的成熟以及社会运

用领域的拓展，这一构想竟成为现实。例如 1937 年 5 月 7 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三

分院第三法庭（设于上海）开庭审理一桩地价纠纷案件，在庭审过程中，原告呈

上一张唱片，声称录有被告在外与人商议如何蒙蔽法庭的谈话。负责审理案件的

民庭推事当场打开唱机听取唱片，证实原告所言不虚，于是这一重要物证为法庭

采信，遂致被告败诉。15唱片的真实性不仅被用于司法取证，还被用作为个人的

一种纪念。例如 1932 年 10 月上海有一家新设的中国灌音公司，其主营业务就是

为个人录制唱片，即所谓“个人音片”。该公司宣称：“无论何人，只要能说话、能

奏乐、能歌唱，到本公司来灌音，费二元钱就可得着君自己声音所灌入的音片，故曰个人

音片”，“从此以后，君能听到自己的声音和他人听君一样了！”16除了自娱及自我留念之

外，这种“个人音片”的意义更在于：音片可致之远地，传之后世。所以可用照片之

处，也可用音片；可用文字之处，也可用音片。凡各种声音，君以为有保留价值及可作为

纪念者，均可前来录音。17 由此可见，时人已认识到唱片作为一种可流传于后世的

纪念物的价值，并将之与照片、文字相提并论。这实质上也是对于唱片史料价值

的准确论述，而近代科技所赋予的高度真实性，正是唱片成为史料的基石。 

 

二、唱片在近代史研究中的作用 

 

以上论述了唱片作为史料的四种特性。那么，唱片作为一种近代新兴史料，

在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实践中，究竟发挥了何种作用？探究这个问题，首

先必须把握唱片在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的实质。如前所述，近代唱片的

内容丰富、多元，从声音的角度涵盖了近代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然而唱片

最本质的社会作用在于记录、传播声音。尤其是无线电广播于二十年代初在上海

兴起后，声音传播范围由留声机时代的小众转向社会大众。随着声音成为无线电

广播这一现代传播媒体的基本素材，声音的传播开始具有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由于在民国时期的电台广播节目中，播放唱片占有极为重要的比率，因此唱片即

成为了现代传播媒体的重要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唱片的社会作用与社会影响力

取得了飞跃。唱片作为研究近代社会生活史的史料，应围绕、贯穿声音传播及其

社会影响这一基本主线。也就是说，唱片作为史料，是从声音角度对近代社会生

活整体的反映。如此，则一方面可将唱片记录的内容纳入社会生活史的范畴，同

时可从社会生活史变迁的整体视角出发、认识唱片的史料价值。 

唱片对于近代政治的反映即可为一例。民国时期当局针对唱片出台的管制

措施，就可视为“训政”时期国民党掌控社会意识形态的企图在声音领域的反映。

1937 年 6 月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颁布实施的《上海市教育局审查戏曲·唱片

规则》；1947 年 2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发布“停止广播及灌制淫靡歌曲案”训令、公

布“禁用唱片表”；1947 年 9 月，在国民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直接操持下，

中国历史上首家公营唱片厂——大中华唱片厂正式营运；1948 年 10 月，行政院

公布“禁用歌曲清单”等，无不如此。以上举措，从声音的角度生动地映证、还

原了国民政府时期实行社会统制的生态，将国民党力图通过唱片这一声音传播工

具建立意识形态控制，以及社会进行抵制、反抗的过程揭示得非常清晰。对比聆

听被列入“禁用唱片表”、“禁用歌曲清单”，以及公营大中华唱片厂为贯彻国民



党文宣政策而录制的唱片，并结合相关的文字史料进行研究，就会对此印象深刻。 

唱片亦可作为研究近代经济生活的重要史料。但是这主要是指有关唱片业

的文字资料，而非唱片的物质形态。在近代中国经济中，唱片业并不是一个重要

的产业。从唱片业入手研究近代经济生活，还有其他更有价值的视角。例如唱片

业作为一项近代产业的成长历程，就在近代中国产业发展史中具有典型性。又如

近代中国唱片业历史最久、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企业——百代公司，就具有

极高的近代企业个案研究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唱片作为史料最能体现其价值与意义的研究领域，是近代

社会生活史、尤其是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自传入之初起，留声机、唱片在中国

的历史是以城市为中心展开的。这一点从经济史的角度已得到证实，然而在社会

生活史领域的实证却更为丰富多彩、形象生动，因为这是唱片以自身作史料、以

声音为内容所还原与展现的。城市是留声机、唱片进入中国的起点，城市社会为

唱片业提供了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环境与市场。上海形成了近代中国的唱片业

中心，这并不仅指经济意义上的“中心”，也意味着唱片所录制的内容，主要反

映了上海等都会的文化与社会生活。一方面自清末以来，终民国之世，中国社会

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的近代化在曲折中前行；同时唱片产业的发展也达到

了一定的程度。这两方面因素相结合，使三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唱片内容具有更为

全面的社会及文化代表性。例如百代公司录制的戏曲、曲艺类唱片中，就包括了

若干种流行地区较为狭窄，市场、影响极为有限的“乡野小调”，甚至还有藏戏

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戏曲。但是这并不影响近代中国唱片内容的主流，反映了城市

社会生活的脉动与城市居民文化情趣的变迁。从清末单纯的以京剧为主的“戏

片”，演变至民国时期、三十年代“时代曲”异军突起、大放异彩的局面，一部

以声音为主线贯穿而成的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即于耳际响起，回荡于心胸之间。

虽然从表面上看，这部以唱片内容作为基本史料的社会生活史，主要呈现了近代

城市社会以声音为主的娱乐面貌，但实际情况更为复杂。如前所述，随着中国社

会近代化程度的提高与唱片业自身的发展，唱片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早已超出了娱

乐，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商业等社会生活的诸多重要领域。据此可

以认为：唱片作为史料，从声音角度展现了近代社会生活史、尤其是城市社会生

活史的较为完整的面貌，而并非只是单纯的声音娱乐史变迁过程。但必须指出的

是：技术、商业特性导致唱片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史，在内容与侧重点方面较之以

其他史料为主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史必然存在差异。 

 

三、唱片作为史料的意义 

 

在对唱片作为一种新兴史料的特性、作用进行分析之后，必须对其之所以

能够成为史料的基础、条件作一番解读。其一在于技术、数量条件。研究近代社

会生活史，无论是整体性或局部性的课题，均需要相应数量规模的史料。这是由

近代社会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近代社会与前近代社会的本质区别之一，在于

它建立在近代技术的基础上。近代技术的革命性进步，直接促使生产力水平发生

飞跃，从而导致社会结构及运转方式的深刻变革。近代社会生活所呈现的前所未

有的复杂、丰富多彩，根本因素就是技术进步导致的社会变革。近代中国城市社

会的发展虽有其历史特殊性，但是并未脱离这一根本规律。因此面对近代中国城

市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课题，必须要有充足的史料准备。其中包括史料的数量、种

类、技术含量等关键因素，而唱片就具备了以上各项因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中国的唱片产业趋于成熟，上海成为唱片业中心。以百代公司为例，三十年代中

期唱片年产量达数十万张，每次发行“时代歌曲”唱片，数量均为一、二万张。
18上海解放前夕，百代公司处于停产状态，但是公司所有的机器，包括从录音、

唱片制造直至封套印刷的整套设备均完好无损；原材料储备充足，可供生产 70

万张唱片，倘若恢复正常生产， 24 小时内即可制作两万张。19至于唱片的内容、

种类，结合《中国唱片厂库存旧唱片模版目录》（中国唱片社 1964 年编辑、出版）

与公营大中华唱片厂唱片目录资料20进行整理的结果，可知从 1908 年至 1949 年，

上海各唱片公司先后录制的戏曲、曲艺、乐曲、歌曲，以及其他各类唱片共达

108 种，涉及社会生活领域之广泛可见一斑。就技术而言，近代中国所制售的各

类唱片，绝大多数质量上乘。或为国内百代、胜利、大中华所产，或在外国唱片

厂制成后返销国内。优质的唱片除了可清晰、完整地记录声音外，还利于保存，

便于后世品鉴、研究历史原音的韵味与意涵。 

综上所述，从数量、种类、技术等因素而言，唱片均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

生活史、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史的宝贵史料。但是唱片成为史料还有另一个基础，

即社会影响力究竟如何，是否足以具备史料的代表性。唱片通过声音传播对近代

社会生活发挥影响、产生作用，其史料价值亦通过所记录的声音内容得到体现。

由此引发的实质性问题在于：声音传播在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究竟发挥了怎

样的作用？如果唱片所记录的声音只是在小众范围内传播，那么从声音的角度出

发、勾勒而成的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就不具备典型意义。在唱片只是留声机附属品

的时代，声音传播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自从 1923 年 1 月 23 日中国首次无线电

广播在上海成功举行之后，随着无线电广播事业的迅速发展，声音传播对于城市

社会的影响力，以及城市社会生活对于声音传播的依赖程度，都发生了质的改变。

相对于留声机，无线电台广播改变了声音传播的方式与本质。留声机是由近代科

技所发明、创造的声音传播工具，是一种单纯的近代机械装置。留声机传入之初

被称为“唱戏机器”即为明证。无线电台广播未兴起之前，留声机是唱片惟一的

“发声”工具，曾被看作是留声机的附属品，有“留声机片”之称。留声机传播

声音有以下特点：一、多为个人或家庭购置，以为娱乐之需。二、根据个体需求，

自主选购唱片，以满足对声音的喜好。由此反映出留声机时代声音传播的社会特

点：小众性与自主性。可见唱片作为声音载体，所能发挥的社会影响力有限；而

社会对于声音的需求也相应地并未得到充分开发。无线电台广播兴起之后，由于

其现代大众传播媒体的社会属性，所以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播，犹如文字、图像

通过纸质媒体传播一般，成为媒体传播的内容，具有了大众传播的特性。无线电

台广播的听众由此与报纸、杂志等纸质传媒的读者一般，虽然可自主选择所喜好、

接受的电台，但对于电台所播放的声音内容，却基本丧失了参与、决定的可能性。

留声机时代个人通过选购唱片所体现的、自主决定声音传播内容的权利由此消

失，无线电台听众如同其他的传媒受众一般，受到电台播音内容的极大影响。自

二十年代中期起，直至七十年代末电视机逐渐普及为止，无线电台广播是中国城

市社会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大众信息传播工具。它可以使听众足不出户即可听戏、

赏歌；快速知晓上至国内外大事、下至八卦小道、商品广告等各类讯息；还可聆

听布道传教、经文解说等宗教内容。以上海为例。民国时期电台数量之多为全国

之最：1934 年 2 月为 41 家； 1937 年 7 月为 29 家；1939 年 1 月为 35 家；1948

年 5 月为 38 家；1949 年 5 月上海解放时为 45 家。21上述统计数据中还不包括未

向当局登记、但是播音活跃的“非法”电台。1948 年昆仑影业股份有限公司出

品的电影《万家灯火》（编剧阳翰笙，导演沈浮，主演蓝马、上官云珠、吴茵等），



描述了抗战胜利后上海普通职员家庭的艰辛生活。其中一段情节为男主人公因长

期失业不得不将家中的收音机送往当铺典当，而其母每日必听收音机，男主人公

为此踌躇许久，才痛下决心。各电台每日向市民播送包罗万象的信息，而播放唱

片则是播音的重要手段。1937 年 7 月上海各电台每日播音总时间中，播放唱片

的时间约占 14.6%；1939 年元旦上海 29 家电台播音总时间中，播放唱片的时间

约占 19.6%。因电台播放唱片并不向唱片公司支付任何费用，故以百代公司为首

的各上海外资唱片公司曾于 1935 年正式致函国民政府交通部国际电信局，要求

各电台必须先与唱片公司签署协议，然后方可在播音中使用唱片。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针对唱片的管制措施，也都是从广播管制的角度出发施行的。从无线电

台广播在民国时期城市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唱片在播音中所占的地位

出发，完全可以认为唱片具有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史料的基础条件。 

 

综上所述，唱片作为近代科技的产物，在人类记录、复制与传播声音方面

所发挥的作用具有划时代意义。声音在近代社会生活中的本质，就是声音传播与

社会之间发生的互动关系。留声机问世，启动了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声音传播之路；

而无线电台广播则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体的特性赋予了声音传播以巨大的社会影

响力，使其成为近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此后，声音传播逐渐与活动影像相结

合，如电影、电视，直至当下的网络视频，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愈益增强。清末、

民国时期，唱片几乎是唯一的声音记录载体，在声音传播方面发挥的作用可谓举

足轻重。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声音传播的影响区域主要是以通商大埠为中心

的城市。利用、享受声音传播，主要是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唱片在近代社会中，

首先是商品，具有其他商品都有的品格；其次，唱片是文化产品，具有一般商品

所不具有的一些特点，如艺术情趣、思想格调、政治倾向等，这是政府要介入的

原因。近代中国唱片生产本身，也具有研究价值。借助于成为史料的老唱片，可

以从声音角度勾勒出近代中国城市社会生活史的脉络，用听觉感知历史的生动。

唱片作为新史料，具有形式新、内容新、角度新，以及高度真实的特性。近代中

国唱片产业的规模效应保证了唱片作为史料的物质基础，而成为无线电台广播的

重要素材，又使唱片具有了史料所必须的社会基础。聆听清末、民国时期的老唱

片，耳际回荡着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声音，眼前不禁浮现一幕幕的历史场

景，由是得以构建起以声音为角度的近代城市社会史观。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建

立在近代科技基础上的近代社会生活、尤其是城市社会生活，极为纷繁复杂、多

姿多彩。解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史的真相，探究其规律，可以从包括声音在内的

多个角度出发，采用包括唱片在内的多种实质上为近代科技产物的新史料。唯其

如此，才能还原出全面、丰富、真实的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场景，探索出近代城市

社会生活史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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